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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级商会组织进行改组｡在剧烈的政治转型环境之下,随着

民族危机逐渐加剧,汉口商会经历组织改选后在多个方面与政府保持着政治合作｡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训政体制之

下,汉口商会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以及应对民族经济危机等活动中仍努力彰显地方商人组织参政议政的功能｡汉口

商会充分发挥着其在地方商人与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经济动员能力,以经济战形式积极引导汉口工商界抵制日货,联

合地方政府建立国货委员会筹办大型国货展销｡抗战爆发后,汉口商会更是发挥在地方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力,积极

主动参与经济绝交,通过整合地方商界力量以集体行动公开支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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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商会在组织发展与变迁过程之中始终与政府保持有密切之互动关系｡清末民国时期商会组织从创设之始依附于政府到

逐渐成为较为独立的法人社团｡随着其组织治理体系的逐渐完善,职能的扩展,各级商会逐渐成为地方工商界维护商业利益,拥有

社会地位并对政府形成一定程度制约的社会组织力量｡在近代政局紊乱的背景之下,基于行业经济利益的诉求,各地商会组织发

起一些具有政治参与色彩的集体行动｡ 

自晚清辛亥革命之始,湖北地方政局变动频仍｡作为长江流域重要港口城市的汉口商会基于商业发展与政治利益的考量,随

着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势的转移与演变亦主动或被动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检视学界过往研究,从宏观上对近代商会､同业

公会与政治关系研究成果较多｡从事商会史､同业公会史的学者选择对上海､江浙､天津等近代商业大埠的商人组织与政治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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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也较为充分｡①2商会史研究代表者之一的冯筱才教授曾就商人与政治研究如何继续深入指出“讨论商人与政治之类的大

题目,总体论的计划往往是不现实的,建基于特定时空的个案考察方能更清晰地展现历史”｡[1]10有鉴于国内商会史､商人组织史研

究的日益精细化,对区域商会个案具体讨论仍存有其学术价值｡本文选择以抗战前汉口商会为中心,结合国民党训政体制以及湖

北地方政经环境演变实况,拟对汉口商会与政治互动进行具体的考量,以求进一步探析国民党训政时期地方政治变动与商人组织

参与的复杂多维历史镜像｡ 

一､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的改组与治理结构调整 

自清末汉口商务局筹组,因振兴地方商务而逐渐演化形成的汉口商会组织与地方政治之间一直存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为加强

对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商人组织的有效管控,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曾先后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地商人组织进行组织架构

再塑｡随着国民革命由南至北的推进,长江中游最为重要商埠的汉口商会组织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变局之中｡ 

1926年国民革命深入推进至长江流域｡在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逐渐掌控了湖北政局｡因国民党商民政策的双重导向,其

实际控制区域内的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纠葛不断蔓延｡待及1927年宁汉合流后直接涉及到了各级商会能否进一步合法存续的问题｡

国民政府建政不久,汉口商会便呈请湖北政务委员会拟订和颁行新的商会法规以便作为组织存续的合法依据｡南京国民政府为进

一步加强对社团管控,通过颁布全国统一的社团法令以及修订商会法､同业公会立法重建对商人组织的控制体系｡[2]经过综合政治

考量,1929年国民党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方案”正式确立了商会法人社团地位｡新社团法令的颁布使得汉口商会逐渐摆脱了北伐

时期商会与商民协会争夺合法性的纠葛｡ 

1927年经过地方权力的洗牌与重组,桂系实力派胡宗铎､陶钧得以掌管湖北地方政权｡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央军进驻湖

北,湖北及汉口地方政治渐为中央掌控｡湖北政局变动后,饱受战争之苦的汉口商会对国民党中央执掌湖北地方政权从行动上予

以了支持｡在欢迎何应钦等中央大员的会议上,汉口商会代表黄文植等对中央进驻湖北及汉口表示出了热烈的欢迎,并期盼中央

能够维护地方稳定的治理秩序｡在国民党改组商会政令颁布后,湖北省及汉口市即依令积极督促汉口商会进行组织治理体系的改

造｡汉口市政府曾专门致电所辖区的会馆､公所依令改组为同业公会｡与1929年上海商会与商民协会围绕改组所爆发的激烈冲突

相比,由于汉口商界更多的为本地商人,各派系的政治势力介入相对较少,因此改组整体进展较为顺利｡到1931年改组重设的同业

公会达到了100多个,且均加入汉口商会成为其行业会员｡在地方政府政治训导之下,汉口商会组织改会长制为委员制｡依照商会

法令设置专门委员会来具体负责商会的业务操作,先后设立提倡国货委员会､提倡节约委员会､统计调查委员会､调处公断委员会

､劳资协调委员会｡[3]汉口商会因发展商务及政治经济活动需要所建立的专门委员会也获得了政府较大的支持,多个专门委员会亦

有市政府成员加入其中｡ 

在国民党训政体制框架下,全国各地的商人组织相继被纳入到统一的社团管理体系中｡商会组织一方面在训政体制下寻求与

政府良性合作,同时亦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管控｡在汉口政府积极主导与参与之下商会进行了几次大的选举与改选｡1931年2月新成

立的汉口市商会举行了会员大会并进行首次选举｡汉口市社会局专门派员前去指导｡[4]汉口商会亦遵循商会法令,提前将改选等事

宜报告政府及地方党部备案并邀请其出席改选会议｡市财政局长吴国祯､社会局长杨在春等人均出席｡黄文植以商会领导人身份

着重报告选举的意义在于“谋全市商业之进展”｡[5]
市党部代表单成仪则站在商人参与训政立场强调“现在汉商会既有相当组织,

各位尚须负责训练,仰副中央期望,以完成训政工作”｡汉口市社会局局长则致辞寄希望商人担当责任,抵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

努力提倡国货运动｡省政府主席代表宝振远演说:现在是商战时代,汉市居全国中心,关系重要,各位能认定潮流努力做去,必可挽

危亡局面｡汉口市政府各个部门亦曾派员参加正式成立大会｡汉口市国货运动执行委员会还致电表示祝贺,称“阅报欣悉贵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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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代表选举大会,诸君以经济之才,兼商场之健将,素望所归,同膺荣选”｡同时还号召商会委员共同提倡国货,共杜外资之侵略｡[6]

贺衡夫当选主席,黄文植等当选为市商会常委｡ 

依照新《商会法》规定,各级商会执行委员以及监察委员每届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一次｡1933年汉口商会进行了第一次改选｡

为彰显训政制度下政府对商人组织的管控,省政府､汉口市党部､市政府等都会委派官员出席相关会议｡[7]1935年2月20日举行会员

大会商议改选事宜,选举黄文植担任新一届的主席｡黄文植就任后发布了就职通函指出“呈蒙汉口市党部市政府派员莅会指导”,

并表示自选举后协同执行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等到商会开始办公｡[8]经过此次改选还专门成立了财政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政府财税

政策的研究和讨论｡ 

1937年3月,汉口商会进行了再次改选｡汉口市政府吴国祯､市党部等循国民党训政体制下社团改选前例依然派相关人员出席

改选活动｡改选之前黄文植详细介绍改选规则,并强调满任的执行委员不能续选,满任的监察委员亦不能再次担任监察委员｡[9]此

为抗战前最后一届商会选举｡1938年10月,武汉全面沦陷,汉口的多数商人纷纷随湖北地方政府战略撤至恩施以及西南大后方,先

前存在的商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组织运转｡ 

二､参与“国大选举”活动,积极呼吁裁军止战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修订《商会法》意图建立对各级商人团体的垂直型管控｡与北京政府时期因政治松散而商人组织活跃程度

比,在训政体制环境下,地方商会参政议政的意识更多的受到了来自党令国法的严格制度限定｡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地方政府政

务运行中,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大埠商会在训政的合理空间下依然不断寻求集体参政,通过多种形式表达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和对时

局的关注｡随着汉口商会及其同业公会组织治理结构的完善,在国民会议选举以及应对民族危机等事件之上都显示了商人积极参

政议政的积极性｡ 

自北京政府时期汉口商会即应地方政府之邀加入湖北及汉口多个政府政务委员会中,如汉口市政管理委员会､湖北官钱局清

理委员会等,并在政府所主导的这些政治经济组织之中发挥着汉口商界的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汉口商会曾有多名代表

被推举成为湖北省及汉口地方政府的参议,参与地方政府的财经与建设决策｡鉴于商人在地方的重要影响,政府在决策之中亦多

有考虑商人组织的作用｡1929年汉口商会商议后推举会内成员万泽生､郑爕卿为政府参议｡训政体制建立后,国民党试图在一党专

政基础上通过公开选举以维持政权合法性｡在国民党所颁布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中,商会组织整体被纳入到职业团体代表

之中｡对于各职业团体的选举资格与名额问题,汉口等商业大埠的商人组织曾积极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对于政府所出台的选举条例,为维护商界政治经济权益,汉口商会曾就选举条例的制度缺陷提出质疑,认为“同业公会会员,

依法均有店员之代表,店员既能推举加入公会,则全体店员不啻皆为公会会员,乃同一店员在代表则有选权,而在举出代表之全体

店员反无选权,岂非有失情理之平,且以未免抑制过当”｡[10]574-575
拟定的选举规则显然有损商人组织权益,天津等地商会为表抗议

曾公开抗议并有宣布放弃参选｡在地方政府协调下,汉口等市商会依照规定进行了代表选举,执行委员刘少岩等当选为职业团体

的代表｡ 

1936年在国大代表选举方案颁布后,因对选举区域划定存在分歧,汉口商会对于方案不甚满意｡为此还专门致电行政院秘书

处力争,吁请依照特别市行政地位,请政府准予汉口市为职业团体选举区域｡鉴于汉口商会在全国商人组织的重要影响,负责选举

事宜的行政院给予了回复并就未能执行汉口商会所提议进行了解释,称“汉口市非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其职业团体之选举,自应

归入湖北省办理”｡[11]汉口市在此次代表选举之中未获列名,行政院秘书处解释称代表名额的变动在于“汉口市早已改隶于湖北

省政府,其地位自与南京上海等直隶于行政院不同,未能据以为例且职业代表名额业经明令公布,似未便率而改定”｡[12]虽然行政

院并未同意汉口商会所提出增加代表的要求,但仍可见地方商人组织参政的积极诉求｡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并未完成完全的统一,各地军阀为争夺地方控制权不断混战｡由此也引致各级政府军政支出常年规模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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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巨额的军政费用支出严重影响了国家建设各项事业投资｡汉口由于地处长江中游以及连通南北的重要战略要道,民国以来各

派系武力争夺下兵灾尤为严重｡早在20年代初汉口商会等认为裁兵救国关系至为重大,曾联合地方商人组织积极主张政府裁兵､

督促制宪并公开财政｡[13]
1929年蒋桂两派系在两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军事争夺｡巨大的军政开支之下政府摊派公债､税收等严重

影响了汉口商业市场稳定发展｡在中原大战结束,各地政局基本稳定后,多地商会呼吁压缩军政开支,呼吁政府止战裁兵｡天津总

商会主张政府应将裁减军队节省的开支用来进行基础工程建设｡因汉口饱受兵灾影响,对于天津商会裁军以进行经济建设的提议,

汉口商会立即表态予以认同并积极支持｡ 

巨大的军政开支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正常经济建设与发展｡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停战裁兵的期盼下,全国商联会､上海市商

会､上海银钱公会致函汉口等地商会并通电全国,发起成立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并以商会为主导拟订了组织章程｡为推进裁兵停

战,汉口等地的商会､银行公会等商人团体对此提议均表示赞同｡汉口商会积极通电全国,呼吁各军队能够积极发表停止内战意见,

同时借裁军之际积极呼吁国民党能够革新政治,使得庶政公开以杜战源｡[14]转入训政体制的国民党亦开始着手通过裁兵等压缩军

政开支,并重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进行规划｡这一转变,与商会组织的吁请不无关系｡ 

三､发起经济抗日行动,政商合作国货展销 

随着五四之后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商人组织更倾向集体行动之下高举经济民族主义旗帜,通过商战､抵制洋货等形式维护

国家的商业利权｡在训政体制之下商人组织仍然寻求合法性的舆论及行动空间参与政治以求维护民族之独立｡ 

1928年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后,汉口商会亦积极响应全国商界号召,公开宣布经济绝交｡为汇聚商界力量,汉口商会组织

召开各帮大会｡为增加经济抗日力量,汉口商会公推商会周星棠为临时主席并商议组织对日经济绝交交委员会｡联合银钱公会严

禁日币通行市面以及华商与日商通汇｡由于采取了主动措施,抵制日货运动在汉口市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商界因济南惨案迅速

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并积极提倡国货｡11月28日,汉口各机关各团体选择在汉口商会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有省市党部､市政府､汉

口商会､银行公会等代表｡与会代表共同筹议组织提倡国货委员会,并于其下组设国货展览及国货宣传周两筹备委员会｡由各机关

团体推选委员并议决汉口商会为主办机关｡[15]商界所主导的国货展览会拟全国巡展,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专门致电工商部

长孔祥熙阐述汉口为全国重要商业中心,请其“移汉展览,所有经费概由此间担任”｡[16]为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还派出张映南作

为代表撰文上呈政府请求对于展销的国货予以减免商税及运费｡财政部商议后亦准予并印制五联减税证书及五联减费运单一百

份交与展销组织者｡[17]湖北省政府还下令建设厅拨款5000元作为经费｡ 

1929年1月,在汉口商会及国货展销筹备处的积极呼吁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拨付7000元经费并划拨汉口民

乐园作为国货商场展销会址,由汉口地方警察局清理相关小商户后交与国货展览会进行国货的展销｡汉口市政府颁布了武汉中华

国货展览会提倡国货宣传大纲,详细分析了中国生产落后的原因,并指出提倡国货理由在于挽救国内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直言

“在打倒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第一步应努力于外货之排拒,第二步应该加紧提倡国货增加生产力”｡具体办法如举办国货展览会､

征收洋货消费税､组织国货调查委员会､组建国货贩运社等｡经过汉口等商会的积极筹备,2月20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汉口民众乐

园正式开幕｡湖北省及汉口市政府对商人组织的经济抗战表达了支持｡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翁敬棠代表李宗仁指出此次国货展览

的意义:一可以交换关于制造国货的知识｡二可以激发国民爱国心｡一面要激发国民的爱国心专用国货,一面努力改良国货出品,

抵制外货｡汉口市党部代表张难先先后发言指出展览的政治意义｡[18]此次国货展览前后39天,数万商民参与此次国货的展销｡国民

党地方党政要员均出席此次展销,亦足见地方政府对此次展销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混乱的政治经济局势,商界不仅公开发表抗日宣言,还积极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对侵略的不满｡

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其政治活动汇入民族救亡的时代大潮中｡通过多方参与抗争以求发挥商人力量挽救民族危机｡

汉口商会致电政府“集中全国兵力齐赴国难｡”[19]9月27日汉口商会召集各业代表集会商议反日彻底办法｡商会主席贺衡夫会上痛

斥日本侵略,呼吁“各业一致团结救国,勿贻凉血动物之奇耻”｡并倡议自即日起各业不许再私订日货, “万一有私订者当自严行

制裁｡”[20]贺衡夫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汉口商会定将积极抵制日货,主打经济战｡呼吁各业商人也应“自动停止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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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货”｡[21]汉口商会还规定自9月28日起停止购买及起运日货并规定违者重办｡ 

为有效抵制日货,振兴民族工商业,汉口商会代表广大商民利益积极投入到国货运动中,采取多种措施宣传和扩大国货的影

响｡以会刊《汉口商业月刊》为舆论阵地,登出多篇评论文章及商品广告阐述国货运动的意义｡不仅使商民从思想上意识到推行国

货的重要,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亲自参与国货展销｡为有效的推进抵制日货的行动,1933年3月组建提倡国货委员会｡其目的如汉口

商会主张成立所言“提倡国货为本会应尽之天职,当兹国难日亟,仇货充斥,尤非积极筹办不足以收实效”｡商会执行委员会议决

之后还从执行委员中选出7人,会员代表选出8人专门办理国货事务｡随后提倡国货专门委员会进行宣传国货运动,也是颇有成绩,

如报告所指“所有市面仇货,虽未能绝迹,而国货畅销得以逐渐推广”｡[22] 

汉口国货展览会开幕后,汉口市商会､银钱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商人团体积极参与会务｡汉口市长吴国祯特拨款万元支持

此次展会｡展览的厂商来自武汉和上海｡参与展销的上海厂商78家,汉口厂商51家,货物种类45类,上千种商品｡据不完全统计,20

天总计出售国货洋169360余元｡[23]通过吸引市民进行现场观摩增进对国货的认识｡有参观国货流动展览会感言“希望国人能从国

货中多存将就采用之心,以免农村经济更趋于崩溃｡”参与展销群众达40余万人｡通过展览使得武汉市民对国货的政治经济意义有

了新的认识,加强了使用国货的意识｡有参会者撰文归纳认为此次国货展销价值在于号召国人“提倡国货杜塞漏危,为挽救目前

危亡中国之唯一工作,其重要远过于充实海陆空之国防”｡[24] 

此外,汉口市商会还积极响应实业部以及地方政府号召,推荐国货厂商参加在上海等地展览会｡从参展商品的种类与数量以

及工商业者对展览会的支持来看,展览会对振兴实业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5]抗战爆发前,汉口部分工商同业公会成立了提倡

国货分会｡1934年上海市国货陈列馆派遣推销营业主任章锦专程到武汉筹备国货推销分处｡为表达支持,汉口商会迅速召集汉口

布业､电料业等各同业公会主席讨论具体推销事宜,并就付款形式达成了一致意见｡汉口市党部还联合汉口商会组成国货巡回推

销团, “征求国货推销者,联合输送各地,一面展览,一面推销流动各地,其办法可以补救国货展览会之缺陷｡”[26]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汉口商会从舆论到行动给予政府抗日极大支持｡汉口商会积极筹募1万元汇至十九路军｡湖北省商

联会函电省内各地商会组建义勇军抗日,汉口商会亦积极响应,并表态称“商组商界救国会,为政府外交后盾”｡[27]汉口政府为支

持汉口商会执行查核国货,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颁布了相关命令,对汉口商会派出的国货查核行动予以支持｡[28]为更好组织抗日

活动,1933年2月上海､汉口等地商会还发起组织联合办事处,加强联络以应对严重局势和救济工商业困境｡[29] 

在经济民族主义旗帜下,汉口商会通过联络湖北省及汉口政府,通过舆论宣传､发起国货运动､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势力等形式

参与对外抗日活动｡在抗战动员政治活动中,政府也多有运用商人组织等团体力量进行动员,在经济抗日问题上双方保持了良好

互动｡虽然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行动等不乏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在民族危机时局中,汉口商会更大诉求在于通过参与国货运

动､发动对日经济战等形式维护国家利权｡ 

四､吁请政府积极抗战,发动商界支援抗战 

随着国民党执政的逐渐稳定,在30年代紧张的时局中,为维护训政政权的稳定,政府亦展开了多项政治动员｡如新生活运动､

抗战经济动员等｡在训政体制之下,地方商人组织的社会团体功能得以较为充分展现｡政府为推进各项政治动员计划,亦较为注重

商人组织在连接行业与普通商民的作用｡政府与商会保持了较为密切的政治合作｡如新生活运动中,汉口商会便多次联络商户､商

店执行推广新生活办法｡在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组织仍努力利用合法的政治空间,通过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

动以求维护民族的独立｡ 

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全国商界响应抗战之声,充分发挥商人影响力积极行动起来｡湖北军政各界纷纷

发表抗日通电｡为表达对将士抗日坚定支持,汉口商会通电各地商会并呼吁“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面对国内政治危局,

汉口商会电请政府主张对日全面宣战,伸张正义以制裁暴日｡各县组织分会以及各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1.对已定之仇货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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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定款断绝往来,由汉商会组织提倡国货委员会,各业公会组织分会､2.通告厂商不得提高货价｡3.将国货品名登报宣传｡4.制止

奸商从中牟利｡[30] 

事变发生后,吉星文团长为国牺牲,汉口商会发表专电表示慰问, “我公英雄本色,粉身碎骨固所不辞｡然大敌当前战云密布,

尚乞我公善自珍卫,备作前驱｡”[31]7月13日,汉口商会召开临时执监委员会议｡商会主席黄文植在开篇报告中痛陈日本侵略行径,

号召“凡我国民,或输财,或出力,或抒爱国热忱,不使利权外溢,以作前方守土将士之后盾”｡[32]参会委员一致表示认同｡此后对

抗战救国达成了具体行动协议｡1.由商会先行筹借慰劳款2万元即汇前方,慰劳将士｡2.组织不买卖私货委员会,扩大检私运动;3.

集资5万元,筹设民众防毒器械厂｡引导商界采取对日行动后,获得了同业公会及商人的大力支持｡为表明抗战决心,汉口商会还进

一步发表宣言,称“属会代表全市商民,誓以赤诚拥护最高国策,一致抗战到底,不达收回失地之目的不止”｡[33] 

在汉口商会公开发表谴责日本侵略宣言后,汉口粮杂油饼业公会响应号召,宣布停止与日商一切交易,实行经济绝交,严厉防

止粮食资敌｡通电称“以团体之力量,一面对日商绝对拒售一切粮食,一面彼此监视,以免奸人愚弄”｡汉口海味糖业同业公会亦

响应号召,表态称:关于提倡国货一事,议决一致不进仇货｡对于各家剩余之仇货,并议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动封存,二是以售完为

限｡同业公会内部赞成直接封存的情形居多｡绸缎业､百货业等同业公会在商会支持下亦发布了拒售日货的宣言｡ 

为增加各界增援前线力量,汉口商会致电全国各省市主张抗战并尽量宣传“爱国热心,务请一致主张,作有力之宣传,俾萃起

而救国,同仇敌忾｡”[34]商会还积极联合下属同业公会致电前线守土将士疾呼抗战: “幸赖我驻军奋勇抗战,血汗成流,为民族争

一线之生存,为国家保万年之疆土｡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凡我血气之伦,当誓为诸公之后盾｡”[35]国难危机之际,汉口商会致电宋哲

元,请其“能平则和,不平则抗｡政府民众当一致与我公共牺牲”｡[36]
前方战事频频传来,汉口商会通电全国商界誓为抗敌将士后

援,电称“御侮救亡,责无旁贷｡作弦高之犒劳,效卜武之输财,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37]汉口商会会员亦有撰文疾呼抗战｡

1938年1月5日,黄文植以商会主席身份,在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中国全面抗战与国际商业的关系”演讲,公开谴责侵略暴行,表示

广大商人也“忍无可忍,只得以全民族的生命财产孤注一掷……为全民族生存而战,为全世界和平幸福而战”｡[38] 

7月29日,为防止购买日货等形式间接资敌,汉口商会致电各业公会一致提倡国货,呼吁“当此国难严重期间,自非实行服用

国货,不足以御外侮,而图生存｡一致主张组织提倡国货专门委员会,并拟定组织规则,分函各业同业公会一律设立分会,藉收群策

群力之效,以奏同仇敌忾之功”｡[39]汉口商会亦呼吁所属同业组织“此乃吾商界团结发动抗战之第一声｡然后防之抗敌工作多端,

实有赖于各业之通力合作,以充分发挥我商界抗敌之力量”｡[40]汉口商会将拟定的提倡国货各业分会规则下发给各同业公会｡在

其积极主导下,汉口多个同业公会相继成立分会以支持国货事业｡提倡国货委员会的宗旨即是“以提倡国货自产自制自用,务使

利源不致外溢,以达国货救国之目的｡”该会主要办理国货宣传､商标､调查国货产销状况等各项事宜｡汉口商会还联合湖北省商联

会致电国联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请立即对暴日实施经济制裁以维护世界和平”｡[41]受此影响,汉口的日商洋行纷纷宣告倒闭

｡ 

七七事变后仍有部分日货走私销售于汉口市场｡对此汉口商会会同下辖的同业公会制定了封存敌货的具体办法,要求涉事商

店限期封存｡具体办法两项:一､凡属仇货无论原料零星装箱封存须由该同业公会市商会加用封条｡二是所有仇货封存数量应由该

商造具清册三份,一份存商会､一份存同业公会,一份由商会呈交市政府备案｡为扩大国货销路,汉口商会还争取政府支持组建了

检查敌货队,旨在“遏止敌货来源而维国货销路｡”武汉行营为表示支持致函湖北省市党部､汉口市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省

市警察局共同参与加大对国货的支持｡汉口商会亦积极组建抗战将士后援会,从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予抗战支持｡经过商议筹组设

立市商会慰劳工作团,推黄文植等13位委员负责慰劳具体事务｡汉口商会与各同业公会多次商讨分帮摊派捐款慰劳将士事宜｡12

月9日,按照先前拟定的各行业劝捐额度,汉口商会致函各分会请其协助,称“前项捐款,须于三数日内,照数募齐｡赶为制备,以应

要需”｡[42] 

汉口商会还积极联络众多的同业公会､社会组织以及有实力的商人进行抗战的大众捐募活动｡此举得到了商界积极回应｡裕

华纺织厂职工及机修工人捐款5000余元｡商会主席黄文植捐款5万元｡各界在商会的组织发动之下积极展开捐赠,所捐达到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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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为支援前线还专门召开了御寒被服大会,通过征募寒衣捐款办法交各个同业公会摊募并组织将募集款项送交征募委员会统一

管理｡国民政府为应对抗战需要发行救国公债｡“值此冰天雪地,前方忠勇将士,浴血抗战,军需浩繁,凡有血气商人,自应体恤时艰,

踊跃输将｡”[43]
汉口商会积极组织各个同业公会摊募公债｡104家同业公会共计承募救国公债11.3万元｡汉口商会还组织在办公大

楼等处搭台举行大规模募捐活动｡民族危亡之下,商人团体举起抗日大旗投入到救国活动中｡ 

五､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在训政框架下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地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再塑造｡各地商会为顺应政治变动后

的要求,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政府的改组政令,对已有组织架构进行重新构建｡国民党训政体制之下,商会相对独立社团性质受

到了较大限制｡从整体观之,在训政政治允许的法律与社会活动空间下,地方商会与党政保持政治上较为良好的合作｡商会及其下

属的同业公会亦成为政府动员参与团体之一｡在训政体制之下,汉口商会作为汉口工商界利益的代言人,在政局变动中公开代表

商界发声,涉足政治活动,表达集体商业利益诉求｡在法令与政令合理制度空间之内与政府展开政治合作,汉口商会表现出了一定

程度的自主性政治参与行动｡在汉口市政建设､救灾与重建､国家与地方财税政策调整上多见汉口商会参与其中,并发挥着商人组

织独特的影响力推进政府政策的讨论与执行｡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述｡ 

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变动以及商人观念的剧变,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突

破了“在商言商”身份限定｡二三十年代,在国民会议选举以及应对民族危机等政治活动中都显示了商会参政议政的功能｡在五

四之后民族主义泛起的时代,汉口商会及其下属的同业公会在地方税政､发展国货事业等具体事务中展示了商人组织政治诉求的

表达与行动｡在紧张时局中,汉口商会充分发挥着其在地方商人与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在商界中的组织动员能力,积极引导商界以

集体行动方式参与抵制日货与国货展销挽救经济政治危机｡30年代初期,湖北省及汉口市基本为中央势力所掌控｡商会发起的经

济抗日行动亦获得了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的积极支持｡在涉及经济抗战问题上,湖北省及汉口地方党政部门与商人

组织形成了共同的诉求与较为密切的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汉口商会更是积极主动参与对日经济绝交,并发挥在商界中的重要

影响力,通过筹募捐款等集体行动公开支持政府抗战｡ 

当然仍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在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政治合作中亦时有较为剧烈的冲突存在｡在国大

选举､摊募财政公债乃至营业税､所得税的政策执行中,汉口商会亦曾通过电文吁请､联络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商人组织以集体抗

议等形式反对政府的不当政令｡汉口商会及其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在二三十年代常态与变态的复杂政经环境中,汉口商会组织在

商亦言政,不仅在具体与商业有关的活动中表达了对地方经济长期稳定秩序的强烈诉求,同时亦站在政治的高度努力参政议政,

展现了其对地方政治稳定的诉求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强烈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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